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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口碑就有好印象吗？社交媒体中奢侈品牌
口碑社会属性的负面效应

冯文婷,  易梦洁,  孙洪杰
（海南大学 管理学院, 海南 海口 570228）

摘　要： 社交媒体中奢侈品牌口碑的社会属性较为凸显，口碑发布者的先赋地位会影响

消费者对奢侈品牌的态度。先赋地位是指个体依赖于性别、原生家庭等先天资源所获得的社会

地位。本研究从社会比较的视角，探究口碑发布者先赋地位逆转口碑效价法则的机理和边界，

揭示出好口碑却带来坏印象的负面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当口碑发布者具有先赋社会地位时，

其正面口碑反而引发口碑接收者的恶意妒忌情绪，使接收者产生负面品牌态度。而且，当口碑

接收者有较低社会流动性感知，或口碑内容具有较高品牌显著性时，口碑发布者先赋地位的负

面效应更为凸显。本研究改变了社交媒体情境强化口碑效价法则的片面认知，在实践中有助于

更深层次地理解社会阶层分化感知对消费者态度的影响，并为奢侈品牌的社交媒体营销提供

管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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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互联网时代口碑对消费者的影响非常重要，口碑已成为影响消费者网络购买行为的最重

要因素（龚诗阳等，2018），在社交媒体中进行口碑营销开始成为众多企业的策略方向（Koivisto
和Mattila，2020）。在此背景下，奢侈品牌管理者也越来越把社交媒体作为口碑营销的沟通媒

介，将其作为提升品牌知名度和塑造品牌形象的重要渠道（Kim和Ko, 2012；Godey等, 2016）。
在实践中，许多奢侈品牌逐渐加大了社交媒体营销投入，采用多种方式鼓励更多的品牌使用者

分享正面品牌口碑（Godey等, 2016），即为品牌“说好话”。比如，宝马、法拉利邀请试驾的消费

者在微博上“晒”最新的车型；希尔顿为在朋友圈分享入住体验的顾客提供额外积分。奢侈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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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者希望能促进社交媒体正面口碑传播，借此塑造品牌形象、提升消费者购买意愿以及强化

消费者品牌关系（Godey等，2016；Leban等，2020）。
在社交媒体情境下口碑效价法则仍会发挥作用甚至会被强化吗？现有研究从一般意义上

揭示了口碑的效价法则，即正面口碑会带来积极的营销效果（Casaló等，2020）。现有研究进一

步发现，在社交媒体情境下，口碑效价法则不仅同样适用，还会被强化，因为消费者认为朋友分

享的口碑更加可信（Levy和Gvili，2015）。在奢侈品牌口碑情境下，前人的研究也提出了社交媒

体对口碑效价法则的强化作用，指出正面的社交媒体口碑有助于提升品牌态度（Kim和Lee，
2019；Choi等，2020）、提高购买意愿（Park等，2021）和夯实消费者品牌关系（Bazi等，2020）。那
么，这是否意味着社交媒体是奢侈品牌口碑营销的更理想阵地呢？奢侈品牌管理者是否应该充

分利用口碑效价法则，鼓励消费者在社交媒体中分享正面口碑呢？事实上，有时社交媒体中口

碑效价法则不仅不会强化，还会失效甚至逆转，即正面口碑反而会产生负面效应，品牌使用者

在社交媒体中为品牌“说好话”，其正面口碑反而使消费者对品牌产生负面看法。比如，法拉利、

保时捷等质量可靠的豪华汽车品牌，自身并没有营销失误，却因为一些年轻“富二代”在微博上

“晒”豪华跑车而被贴上“土豪车”“富二代车”等负面标签，给品牌造成负面影响。从社交媒体营

销实践看，某些情形下奢侈品牌口碑的效价法则有所失效，正面的品牌口碑反而有损品牌形象

和品牌态度。

在社交媒体中为什么会存在奢侈品牌口碑效价法则失效甚至逆转的情形呢？一方面，口碑

效价法则失效的情形与社交媒体的社会属性相关。与传统购物网站相比，社交媒体嵌入了复杂

的社会属性。传统网站（例如，京东和淘宝）属于纯粹的交易平台，口碑发布者的社会属性缺失，

消费者并不清楚口碑发布者的身份。但是，在社交媒体中，口碑天然具有社会属性，这使口碑产

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影响：从信息传播角度，社会属性增加了口碑信源可信性，消费者会觉得

熟悉的人或者有具体身份的人其口碑更可信（Levy和Gvili，2015；Godey等，2016）；但从社会互

动角度，社会属性也激发了消费者之间的社会比较。研究发现，与传统网站（例如，京东和淘宝）

口碑相比，社交媒体中口碑发布者和接收者的社会比较（social comparison）更为凸显（Lin,
2018）。例如，在微博、抖音等社交媒体中，口碑接收者不仅把口碑发布者看作信息来源，更把他

们看成社会交往对象，容易与口碑发布者进行社会比较。另一方面，口碑效价法则失效的原因

与奢侈品牌的特性有关。考虑到奢侈品牌自身的身份象征性，这种社会属性对于奢侈品牌口碑

更为凸显：从口碑发布者的角度，分享奢侈品牌口碑可作为建立积极社会形象的媒介（Grewal
等, 2019）；从口碑接收者的角度，奢侈品牌口碑成为解读口碑发布者社会互动行为的线索

（Chen等, 2020）。当看到奢侈品牌的正面口碑时，口碑接收者的注意焦点不是奢侈品牌有多

好，而是口碑发布者“比我好”，即产生上行社会比较。因此，社交媒体中社会属性的嵌入对口碑

产生了两条影响路径，除了对口碑法则的强化效应，同时还可能在某些情形下逆转效价法则，

也即口碑发布者为品牌“说好话”却导致负面影响。

但目前，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务界，都更多关注到社交媒体情境下奢侈品牌口碑的效价法

则，以及社会属性对效价法则的强化，却忽略了奢侈品的社会属性及其激活的社会比较所带来

的负面效应。因为在上行社会比较中，个体为了减少自我威胁感，会考虑社会比较对象更具优

势的原因（Cramer等, 2016）。例如，当看到同事在微信朋友圈中分享新买的法拉利跑车时，消费

者不仅注意到这位同事的生活更加优越，还会想到为何自己经济上无法负担同类奢侈品。当口

碑发布者具有先赋地位时，例如“富二代”，消费者倾向于认为无法通过个人努力缩小与他的差

距。在此情形下，消费者可能对发布者产生恶意妒忌，即“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甚至有意贬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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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来合理化自己所处的弱势地位（Van de Ven等, 2009）。特别是考虑到一些消费者主观上对

社会阶层不断分化（顾辉，2015；杜煜雯，2019；李路路，2019）的心理感知，在消费者对“富二代”
等先赋地位群体的排斥情绪广泛存在的社会情境下（孙立平，2012；黄庆丰等，2017），研究社交

媒体中口碑发布者的先赋地位对品牌态度的负面效应尤为重要。

社交媒体和社交电商正日益兴起，从社会属性视角研究口碑对品牌态度的影响机理，具有

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本研究将基于社交媒体口碑的社会属性视角，揭示奢侈品牌口碑发布

者的先赋地位如何逆转口碑效价法则，并阐述社交媒体情境下奢侈品牌与口碑发布者的关联

和社会比较诱发负面情绪的机理。具体而言，本研究提出在社交媒体中，当奢侈品牌口碑发布

者具有先赋社会地位时，其正面口碑反而使口碑接收者产生更为负面的评价。进一步地，从社

会比较和妒忌情绪的角度，探讨先赋地位负面效应背后的心理机制，并揭示口碑接收者心理因

素和口碑内容特征对口碑发布者先赋地位效应的调节作用。本研究在理论上为社交媒体口碑

营销研究提供了新见解和新视角，在实践中有助于更深层次地理解中国当前情境下社会阶层

分化对消费者态度和行为的影响，并为奢侈品牌的社交媒体营销提供管理建议。

二、  文献回顾和理论假设

（一）社交媒体中的奢侈品牌口碑

由于社交媒体的兴起，社交媒体在营销传播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此前有关社交媒

体口碑的研究主要从消费者信息加工视角出发，探讨了口碑信息特征的影响，包括：第一，口碑

效价。口碑效价即评论为正面还是负面（Wilson等, 2017）。大量研究揭示了口碑的效价法则，即

正面口碑能够积极影响消费者态度与行为（Lamberton和Stephen, 2016），其中不乏一些奢侈品

牌营销情境下的研究，均强调社交媒体中正面口碑对潜在消费者品牌态度的积极效应。例如，

此前的研究提出奢侈品使用者在社交媒体中分享的正面口碑，会对潜在消费者购买意愿和口

碑传播产生更为显著的积极影响（Casaló等, 2020；Kefi和Maar, 2020）；Casaló等（2020）发现奢

侈品牌在Instagram中通过意见领袖传播的正面口碑能够提高消费者的互动意愿和购买意愿。

第二，口碑内容表现方式，包括内容生动性和诉求方式。例如，口碑是否包含图片、视频等更为

生动的表现形式（林爽等，2017）以及感性和理性诉求的品牌口碑如何影响消费者口碑传播意

愿和购买行为（Akpinar和Berger, 2017）。通过以上研究可以发现，社交媒体情境下的口碑研究，

主要把社交媒体作为应用情境，仍然着重于口碑本身的信息特征所产生的影响，从信息加工的

视角展开探讨，而社交媒体最本质也是最重要的社会属性却没有引起研究者的重视。

口碑的社会属性在奢侈品牌的社交媒体口碑中尤为凸显。一方面，从口碑发布者的角度，

社会属性表现在发布者把品牌口碑作为社会交往中自我提升的渠道。不少研究发现，口碑发布

者倾向于在社交媒体中塑造积极的自我形象（Grewal等, 2019; Zheng等, 2020），而奢侈品牌时

常成为消费者彰显社会地位和自我提升的媒介（Ferraro等, 2013; Hu等, 2020）。例如，消费者会

通过在社交媒体口碑中提及奢侈品牌，来凸显自身的身份和地位（Abosag等, 2020; Hu等,
2020）。另一方面，从口碑接收者的角度，奢侈品牌口碑有时会被接收者作为推测口碑发布者社

会交往意图的线索。对于奢侈品牌而言，由于社会属性的凸显，发布社交媒体口碑有时被口碑

接收者解读为吹嘘行为（Chen等, 2020; Liu和Li, 2020）。即使口碑发布者自身旨在信息分享或

自我提升，并无炫耀的意图，口碑接收者也倾向于将口碑发布解读为吹嘘行为并对发布者产生

负面态度（Scopelliti等，2015；Packard等, 2016）。综合上述两个方面，社交媒体中的奢侈品牌口

碑不仅传递品牌相关信息，还时常被消费者解读为社会交往中的信号，而这种复杂的社会属性

可能进而会影响消费者对品牌的态度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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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有少数研究开始探讨社交媒体中社会属性对口碑的影响，揭示出社会属性对口碑

效价法则的强化作用。这些研究较多关注社交媒体口碑的社会属性对口碑可信性的作用，提出

社会属性是口碑接收者判断口碑质量的重要线索（Chu和Kim, 2011; Levy和Gvili, 2015; Kim和

Lee, 2017）。例如，Kim和Lee（2017）指出，相较于无社交关系的明星，消费者认为亲密朋友分享

的口碑有较高的信息价值，并且更愿意购买朋友推荐的产品。而且，近年来关于社交媒体中奢

侈品牌口碑的研究，也较多关注口碑对消费者品牌态度的正面效应（Mandler等 ,  2019;
Oliveira和Fernandes, 2020），强调社交媒体在塑造奢侈品牌和消费者关系中的积极作用

（Park等，2021）。例如，Oliveira和Fernandes（2020）指出，消费者借助奢侈品牌的自我展示有助

于提升他们的品牌参与和忠诚意愿。综观上述研究，它们虽然关注了社交媒体中口碑的社会属

性，但却忽视了奢侈品牌的社会属性以及社会属性的复杂性，导致研究所揭示的影响路径存在

片面性，忽略了社会属性所引发的社会比较对效价法则的逆转情形。

在社交媒体中，消费者发布口碑不仅是为了分享信息，更多情形下是为了与他人进行社会

互动。人们常借助品牌口碑表达自我社会身份以及满足社会互动需求（Hennig-Thurau等,
2004）。消费者看到他人在社交媒体中分享的口碑，不仅会看口碑内容信息，还会结合口碑发布

者的社会身份来解读口碑内容（Kim和Lee，2017）。换而言之，由于社交媒体中的互动特性，消

费者不仅关注口碑的内容“是什么”，也会关注口碑“来自谁”。因此，同样的口碑内容，可能会因

口碑发布者的社会身份差异，而产生截然不同的营销效果。特别是对于奢侈品牌而言，由于奢

侈品牌的身份象征性（Han等, 2010；Desmichel等, 2020），消费者在解读社交媒体口碑时可能更

为关注口碑发布者的社会身份，并结合社会身份和口碑内容解读发布者的“言外之意”。虽然口

碑内容传递正面信息，但口碑发布者的社会身份可能触发消费者的社会比较和负面情绪，反而

可能对品牌产生负面影响。在此前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主要从社会比较的视角，探究奢侈品牌

口碑发布者的社会属性，特别是奢侈品所象征的社会阶层，如何影响消费者的品牌态度。

（二）口碑发布者的社会阶层和先赋地位

社会阶层是社会属性的重要维度（陈云松和范晓光，2016）。与淘宝等电子商务平台不同，

在社交媒体平台中，用户之间存在既定的社会关系，对彼此的社会身份信息有一定的了解

（Appel等, 2016）。在这种情况下，口碑发布者的社会阶层信息是容易被识别的。而且，在微信朋

友圈、微博等平台中，消费者常常以社会交往为主要目的。他们通过所分享的生活经历、所拥有

的产品等，来进行自我展示和建立积极的社会形象。在这一过程中，品牌成为人们传递和强化

社会属性的重要媒介（Hewett等, 2016）。特别是对于奢侈品牌，由于其具有较高的社会象征性

（Han等, 2010），不乏消费者在社交媒体中分享自身使用奢侈品的体验（Liu等, 2019）。也就是

说，在社会属性凸显的社交媒体中，消费者在浏览奢侈品牌的正面口碑时，不仅看口碑内容信

息，还会结合口碑发布者的社会身份对口碑进行诠释。

而且，在看到奢侈品牌口碑的时候，消费者不仅会考虑到口碑发布者社会阶层的高低，还

会进一步评判其社会地位的来源。Foladare（1969）按照地位获取方式，将社会地位划分为先赋

地位和后赋地位。先赋地位（ascribed status）是指个体通过性别、原生家庭等先天赋予获得的社

会地位，例如继承家庭财富（Foladare, 1969；张勉等，2009）。后赋地位（achieved status）是指个

体通过个人的努力和能力达到一定的成就，因而获得的较高的社会地位（Foladare, 1969；
Phillips等, 2009）。例如，人们倾向于认为白手起家的成功企业家所拥有的社会地位是后赋地

位，而继承家庭财富的“富二代”所拥有的社会地位是先赋地位。在社交媒体情境下，除了社会

阶层之外，先赋地位也同样是容易识别的社会属性信息。例如，Lee等（2018）研究指出，当看到

一名20多岁、尚未工作的学生在社交媒体中“晒”宝马汽车时，消费者会判断这名学生的消费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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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来自家庭财富，因此推断该口碑发布者具有先赋地位。

先赋地位对个体的判断和行为有广泛影响，这种影响主要源于感知可控性。与后赋地位相

比，先赋地位具有较低的可控性。先赋地位往往来自于个体与生俱来、难以通过努力改变的特

性（Neeley, 2013）。相比之下，个体可以通过掌握更多知识和技能、付出更多努力获得后赋地位

（Ravlin和Thomas, 2005）。特别是在更加重视个体努力的现代社会中，后赋地位常常被认为

是合理的、具有较高的可控性，因此人们倾向于对拥有后赋地位的个体给予更高的评价

（Oldmeadow等, 2003）。
在营销研究领域，学者将先赋地位应用于品牌研究中，提出先赋地位的品牌使用者会引发

消费者对品牌的负面评价。当奢侈品牌口碑发布者拥有较高的先赋地位时，消费者倾向于认为

该使用者是不值得效仿的规避群体，从而对奢侈品牌有更低的品牌评价（Lee等, 2018）。但是，

直接把先赋地位使用者和负面评价划上等号，意味着提升品牌形象的方式是疏离先赋地位使

用群体。然而，本研究提出先赋地位对品牌态度的影响是间接的。消费者并非在认知层面对品

牌产生“偏见”，而是在情绪层面对品牌使用者产生妒忌，这种妒忌情绪促使消费者“恨屋及

乌”，从而对品牌产生负面评价。例如，当看到20多岁的年轻学生分享驾驶宝马汽车的图片时，

人们可能对使用者的生活感到“眼红”，并通过说品牌“坏话”来发泄自身的妒忌情绪。在这种情

形下，负面品牌评价并不是对品牌的客观反映，而更多是消费者面对社会比较和妒忌情绪的心

理应对方式。因此，本研究拟从妒忌情绪的角度，探究口碑发布者的先赋地位影响口碑接收者

品牌态度的心理机制。

（三）恶意妒忌情绪及其对品牌态度的影响

妒忌是一种基于社会比较的情绪（Smith等, 1999），指个体在上行社会比较中意识到别人

拥有自己渴望而缺乏的优点、成就或财富等时所体验到的消极情绪（吴宝沛和张雷，2012）。在
微博、微信朋友圈等社交媒体中，由于人们常常倾向于有选择性地展示令人羡慕的一面，消费

者更容易与他人进行上行社会比较并产生妒忌情绪（Appel等, 2016）。
妒忌同时包含正面的羡慕和负面的敌意。首先，此前的心理学研究区分了两类不同的妒

忌：善意妒忌（benign envy）和恶意妒忌（malicious envy）（Van de Ven等, 2009）。善意妒忌以羡

慕为主，激励消费者通过自身努力缩减与社会比较对象的差距，即“自己更好”；而恶意妒忌则

以敌意为主，消费者有动机贬低社会比较对象来缩减差距，即“别人更差”（Van de Ven等,
2009）。其次，社会比较何时引发善意妒忌，何时引发恶意妒忌，主要依赖于消费者认为减少差

距的可控程度（Lange等, 2015）。可控程度是指个体在多大程度上认为通过自身努力可改变社

会比较中与他人的差距。例如，“富二代”所拥有的财富优势来自家族继承，个体难以改变与“富
二代”在财富上的差距，因此这种差距的可控程度较低。此前的心理学研究指出，当减少社会比

较差距的可控程度低时，个体更可能产生恶意妒忌（Crusius和Lange, 2014）。
结合以往有关社会阶层和妒忌情绪的文献，本研究提出正面口碑的发布者所处的社会阶

层，可能会引发不同程度的妒忌情绪。具体而言，面对社交媒体中奢侈品牌的正面口碑，当口碑

发布者拥有较高的先赋地位时，消费者对于与其的差距有较低的可控性感知，从而更容易对口

碑发布者产生恶意妒忌情绪。例如，当看到年轻的“富二代”在微博上分享豪华跑车法拉利优越

的驾驶体验时，消费者不仅注意到法拉利的产品质量信息，还可能将注意力放在口碑发布者身

上。消费者可能倾向于认为“富二代”使用者通过家庭财富获得法拉利，而自己无法通过自身努

力成为“富二代”，因此更倾向于贬低该群体来缩减与对方的差距，进而对发布者产生恶意妒

忌。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对于社交媒体中的奢侈品牌而言：

H1：口碑接收者会对先赋地位（vs.后赋地位）口碑发布者产生更高的恶意妒忌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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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恶意妒忌会对个体心理和行为产生负面影响（Van de Ven等, 2011；Salerno等,
2019）。在善意妒忌下，个体通过提升自我努力程度来缩小与社会比较对象的差距（Lange和
Crusius, 2015）。例如，看到身边朋友购买了爱马仕，善意妒忌情绪促使消费者努力进行自我改

进，以达到和朋友同样水平的成就。然而，恶意妒忌促使消费者贬低妒忌对象（Van de Ven等,
2009）。在恶意妒忌下，个体通过减少社会比较对象的优势，来缩小与社会比较对象的差距

（Lange和Crusius, 2015），例如幸灾乐祸的举动。

因此，本研究提出正面口碑发布者社会阶层所引发的妒忌情绪，会进一步影响消费者的品

牌态度。近期一些营销研究探究了妒忌对购买行为的影响，发现消费者对产品使用者的恶意妒

忌会降低其购买意愿（Van de Ven等, 2011；Lin, 2018）。例如，Van de Ven等（2011）研究发现，善

意妒忌使得消费者愿意为被妒忌对象拥有的产品支付更多的溢价，而恶意妒忌则使消费者更

倾向于选择竞争品牌。又比如，Lin（2018）研究发现，善意妒忌使得消费者更愿意选择与被妒忌

对象所拥有的同样的产品，而恶意妒忌则使消费者更愿意选择比其更好的竞争产品。本研究将

心理学妒忌研究应用到品牌态度形成过程中，提出当正面口碑来自先赋地位口碑发布者时，消

费者对口碑发布者的恶意妒忌会引发负面品牌态度。例如，当看到“富二代”等拥有先赋地位的

口碑发布者在微博上分享法拉利等奢侈汽车品牌时，口碑接收者可能会认为“富二代”群体的

财富主要通过继承所得，对改变自身与“富二代”群体的差距有较低的可控性感知，因而产生恶

意妒忌，进而引发对其所分享品牌的负面态度。反之，当看到拥有后赋地位的口碑发布者在微

博等社交媒体上分享劳力士等奢侈品牌的正面口碑时，口碑接收者也会进行上行社会比较，产

生恶意妒忌，进而对奢侈品牌产生负面态度。但是同先赋地位口碑发布者相比，口碑接收者认

为后赋地位口碑发布者的财富是通过自身努力获得的，可能会认为自己也可以和口碑发布者

一样通过努力获得财富，对改变自身与口碑发布者的差距有较高的可控性感知。所以，口碑接

收者对后赋地位口碑发布者产生的恶意妒忌及其引发的对所分享品牌的负面态度更弱。基于

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对于社交媒体中的奢侈品牌而言：

H2：口碑接收者会对先赋（vs.后赋）地位口碑发布者产生更高的恶意妒忌情绪，进而产生

更负面的品牌态度。

（四）感知社会流动性的调节作用

社会流动性（social mobility）是指个体在社会分层体系中相对位置的变化（Day和Fiske,
2019; Sagioglou等, 2019）。个体在主观上会判断自己改变现有阶层位置的可能性，即感知社会

流动性（Kraus和Tan, 2015）。感知社会流动性主要来自于个体对外部环境的主观感知，例如经

济平等程度和贫富差距归因（陈云松和范晓光，2016；张跃等，2020）。当个体有较高的感知社会

流动性时，他们相信自己有机会向上流动，愿意付出更多努力以达到更高的社会阶层

（Davidai和Gilovich, 2015）。
感知社会流动性对社会发展和个体行为有广泛的影响（Day和Fiske，2019；张跃等，2020）。

第一，在社会发展层面：一方面，感知社会流动性提升了个体对财富不平等的容忍度

（Sagioglou等, 2019）。例如，Sagioglou等学者（2019）发现，当个体认为社会流动性高时，他们对

更高社会阶层的人有更低的敌意。另一方面，感知社会流动性高的个体更倾向于维持社会系统

现状（Day和Fiske, 2017）。例如，Day和Fiske（2017）指出，当个体认为社会具有高流动性时，他

们更倾向于认为社会系统是公正、平等和合理的。第二，在个体行为层面，感知社会流动性对个

体的目标追求行为有深远影响（Day和Fiske, 2019）。例如，感知社会流动性高的个体表现出更

多的自我控制（Oyserman等, 2015）。
尽管感知社会流动性在心理学等多个领域得到了广泛研究，但目前较少有学者讨论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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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决策的影响（Bak和Yi, 2020）。近期，一些营销研究开始探索感知社会流动性如何影响消

费者决策（Yoon和Kim, 2016, 2018）。Yoon和Kim（2016）发现，在低水平的社会流动性感知下，

物质主义消费者追求短期内获取奢侈品等物质财富来实现内心满足，而非长期积累更多财富。

此外，近期营销研究发现在低社会流动性下，个体的控制感更低，从而在消费中更容易展现出

多样性（Yoon和Kim，2018）和独特性寻求行为（宫秀双和张红红，2020）。然而，现有研究较多集

中于消费者产品选择，较少将感知社会流动性用于品牌态度研究。

本研究提出感知社会流动性会调节口碑发布者先赋地位的作用。一方面，此前的研究指

出，消费者感知到社会流动较低时，会产生较低的控制感（Yoon和Kim, 2018; 宫秀双和张红

红，2020）。例如，在低社会流动性下，消费者看到口碑发布者及其分享的奢侈品牌时，会倾向于

认为自己较难通过努力缩小与口碑发布者的差距。在与他人差距难以改变的情形下，较低的可

控性更可能引发恶意妒忌，从而对品牌态度产生更为显著的负面影响。例如，当消费者认为自

己无论如何努力也无法获得更多财富时，他们可能更容易对“富二代”产生“仇富”心理，更可能

通过贬低“富二代”群体及其所拥有的品牌来缩小自己与他们的差距。与之相反，在高社会流动

性下，消费者看到口碑发布者即先赋地位消费者分享的奢侈品牌时，会倾向于认为自身与他们

的差距易于改变，认为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缩小与口碑发布者的差距，由此减少对口碑发布者

的恶意妒忌，并减少对奢侈品牌的负面态度。因此，对于社交媒体中的奢侈品牌而言：

H3：感知社会流动性调节了口碑发布者先赋地位对口碑接收者品牌态度的影响，当口碑

接收者感知社会流动性较低时，先赋（vs.后赋）地位对品牌态度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当口碑接

收者感知社会流动性较高时，先赋（vs.后赋）地位对品牌态度的负面影响不显著。

（五）品牌显著性的调节作用

奢侈品牌的重要价值是象征使用者自身的社会地位（Wilcox等, 2009）。品牌显著性（brand
prominence）是指品牌的标识特征（例如，logo）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其他消费者注意和识别出

来（Han等, 2010）。当奢侈品设计有较大的、明显的品牌标识时，消费者倾向于认为品牌显著性

较高；相反，当产品上的品牌标识较为低调时，消费者倾向于认为品牌显著性较低（Greenberg
等, 2020）。对于奢侈品牌而言，品牌显著性体现了品牌多大程度上用于象征甚至炫耀使用者的

社会地位（Janssen等, 2017）。
此前的营销研究发现，品牌显著性会对消费者的品牌态度和购买行为产生深远影响

（Pino等, 2019）。一方面，从品牌使用者作为口碑发布者的角度，较高的品牌显著性能够更有效

地彰显发布者的社会地位（Han等, 2010）。因此，当消费者需要彰显社会地位时，他们更倾向于

选择品牌显著性较高的奢侈品（Janssen等, 2017; Kauppinen-Räisäne等, 2018），比如，Janssen等
（2017）研究指出，当个体有较高的彰显社会地位的需求时，他们更倾向于选择高品牌显著性产

品，例如logo较大的Prada太阳镜。另一方面，从潜在消费者作为口碑接收者的角度，高品牌显

著性被解读为使用者彰显社会地位甚至炫耀消费的线索（Greenberg等, 2020），特别是在微博

等社交媒体中（Chen等, 2020）。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关于品牌显著性的文献较多针对线下营销环境（Han等, 2010; Janssen

等, 2017），如体现在实体产品设计中品牌标识的大小。然而，近期的营销研究将品牌显著性概

念应用在网络情境中，指出品牌显著性于在线广告内容特征中有所表现，如品牌名称的暴露频

率（Tellis等, 2019）或品牌标识的大小（Choi等, 2018）。本研究所说的品牌显著性，主要是指在

网络口碑内容中，品牌标识能够被口碑接收者注意和识别的显著程度。更进一步看，在社交媒

体口碑中，奢侈品牌显著性的凸显更容易引发上行社会比较。一方面，从信息处理角度看，在较

高的品牌显著性下，口碑发布者的社会地位更为凸显。例如，当消费者在微信朋友圈里看到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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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同事分享新买的Prada太阳镜时，如果Prada品牌较为显著，消费者就更容易把品牌看成较高

社会地位的象征，进而考虑到这位同事是如何获取其社会地位的。另一方面，从社会互动角度

分析，当正面口碑有较高的品牌显著性时，消费者可能将分享口碑解读为故意炫耀。特别是当

正面口碑来自先赋地位使用者时，人们可能因为对“富二代”等先赋地位群体的刻板印象，而更

倾向于把品牌显著性高的口碑视为炫耀行为的线索。而且，考虑到炫耀消费行为线索更容易触

发妒忌情绪（Lin, 2018），品牌显著性高的口碑可能促使消费者对先赋地位口碑发布者产生更

强烈的恶意妒忌情绪，并引发更为负面的品牌态度。而当奢侈品牌显著性较低时，口碑发布者

的社会地位不容易被关注，口碑接收者会减少对分享行为的炫耀性解读，这会降低口碑接收者

的恶意妒忌，进而减少其对品牌的负面态度。因此，本研究提出对于社交媒体中的奢侈品牌

而言：

H4：品牌显著性调节了口碑发布者先赋地位对口碑接收者品牌态度的影响，当品牌显著

性较高时，先赋（vs.后赋）地位对品牌态度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当品牌显著性较低时，先赋

（vs.后赋）地位对品牌态度的负面影响不显著。

综合上述假设，本文的理论框架如图1所示：
 
 

口碑接收者
感知社会流动性

口碑接收者
恶意妒忌

口碑接收者
品牌态度

奢侈品牌的
品牌显著性

奢侈品牌社交媒体口碑发布者
先赋 vs. 后赋地位

H1

H3

H4

H2

图 1    本研究的理论框架
 

本研究通过三项实验来检验上述假设：实验一旨在检验口碑发布者先赋和后赋地位对品

牌态度的主效应，以及恶意妒忌在其中的中介作用（H1和H2）。实验二旨在从口碑发布者心理

因素的角度，检验感知社会流动性对先赋地位负面影响的调节作用（H3）。实验三从口碑内容

特征出发，探究口碑中品牌显著性对口碑发布者先赋地位效应的影响（H4）。

三、  实验一：口碑发布者先赋地位对口碑接收者品牌态度的影响

（一）实验设计

实验一旨在检验社交媒体中口碑发布者的社会身份特征，即先赋和后赋地位，如何影响口

碑接收者的品牌态度。实验一采用三个组别的组间设计：控制组、先赋地位组以及后赋地位组。

我们在问卷星上招募了106名被试，每名完成问卷的被试获得5元的报酬。考虑到本研究情境是

品牌网络口碑，并且我们的研究对象是口碑接收者而不是奢侈品的使用者，因此我们希望选取

有较多网络使用经历，同时年龄和职业较为多元化的群体作为被试，以提高被试的代表性和适

用性，因此选择问卷星网络平台收集数据。在实验中，被试被随机分配到三组之一，参与实验进

行线上问卷作答。在实验一的被试中，男性占比为47.2%；36.8%的被试年龄在20至29岁之间，

39.6%的被试年龄在30至39岁之间，12.3%的被试年龄在40至49岁之间。此外，92.5%的被试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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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为企业或政府、事业单位雇员，7.5%的被试是学生或正在自己创业。

实验的基本流程如下：首先，让被试想象自己正在刷微信朋友圈，看到同事小李在朋友圈

分享了刚刚购买的一副价值上千元的普拉达（Prada）太阳眼镜。之所以选择普拉达这种实际存

在的奢侈品牌，是因为本研究关注品牌口碑的社会属性，为人熟知的真实奢侈品牌有更为凸显

的社会地位符号价值，若采用虚拟品牌则可能使被试难以对品牌所象征的社会地位产生联想。

在实验情境中，呈现了口碑发布者分享的产品图片以及如下的口碑内容：“最新款的Prada太阳

眼镜，设计很美，买来奖励自己”。其次，先赋和后赋地位的操纵参考了Van de Ven等（2009）和
Lee等（2018）学者的实验设计，通过描述口碑发布者如何获得购买奢侈品的经济资源来进行操

纵。在先赋地位组，情境描述了同事小李依靠家庭财富获得购买奢侈品的经济资源；在后赋地

位组，情境描述了同事小李通过自身努力获得负担奢侈品消费的经济资源；在控制组，情境未

提供如何获得购买奢侈品经济资源的信息。

其次，实验测量了被试对情境中口碑发布者的先赋地位感知、恶意妒忌以及对普拉达的品

牌态度。第一，先赋地位感知的测量参考了Van de Ven等（2009）的研究，通过以下题项进行测

量：“小李买得起普拉达眼镜，是靠自己的努力”（1=“非常不同意”，7=“非常同意”）。第二，恶意

妒忌的测量参考了Lange和Crusius（2015）的量表，采用四个题项进行测量（1=“非常不同意”，
7=“非常同意”），如“我觉得小李有点令人讨厌”和“如果小李工作出点差错，我觉得他身边的人

会幸灾乐祸”（Cronbach’s a=0.839）。最后，品牌态度的测量参考了Lee等（2018）的研究，通过以

下三个题项在九点量表上进行测量：“我觉得普拉达品牌非常好”“我很喜欢普拉达品牌”以及

“我对普拉达品牌有正面看法”（Cronbach’s a=0.742）。其次，为检验量表的效度，我们用

AMOS进行了验证性因子分析。如表1所示，测量模型拟合度较好，量表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表 1    实验一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构念 测项 标准化因子载荷 Cronbach’s a 组合信度 AVE 恶意妒忌 品牌态度

恶意妒忌

MAL1 0.715

0.839 0.842 0.572 0.7561
MAL2 0.807
MAL3 0.792
MAL4 0.707

品牌态度
ATT1 0.708

0.742 0.773 0.532 −0.1332 0.7291ATT2 0.708
ATT3 0.771

模型拟合度指标 CMIN/DF=1.262, CFI=0.988, NFI=0.945, RMSEA=0.050
　　注：1.加粗的数字为该构念的AVE平方根；2.恶意妒忌和品牌态度的相关系数。
 
 

（二）研究结果

首先，在操纵检验上，三个组别的被试对口碑发布者有显著不同程度的先赋地位感知

[F(2,103)=30.256，p<0.001，η2=0.370]。具体而言，相较于控制组（M控制组=3.66）（M在本文用于表

示平均值），后赋地位组被试更倾向于认为口碑发布者的经济资源来自个人努力（M后赋地位=
4.70，p<0.001），而先赋地位组被试认为口碑发布者的经济资源与个人努力无关（M先赋地位=2.88，
p=0.002）。

其次，对妒忌情绪和品牌态度进行了单因素方差分析。首先，在恶意妒忌情绪上，方差齐性

检验表明三个组别总体方差无差异（p=0.079），方差正态性检验表明三个组别数据均符合正态

性分布（ps>0.234）。在恶意妒忌情绪上，三个组别的被试呈现出显著不同程度的恶意妒忌

[F(2,103)=38.067，p<0.001，η2=0.425]。具体而言，先赋地位组被试（M先赋地位=4.73，p<0.001）表现

出比控制组被试（M控制组=3.69，p<0.001）和后赋地位组被试（M后赋地位=2.93，p<0.001）更高水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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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意妒忌。其次，在品牌态度上，方差齐性检验表明三个组别总体方差无差异（p=0.275）。三组

被试对普拉达品牌的态度存在显著差异[F(2,103)=14.342，p<0.001，η2=0.218）。如图2所示，相

较于控制组被试（M控制组=6.58，p=0.010）和后赋地位组被试（M后赋地位=7.27，p<0.001），先赋地位组

被试（M先赋地位=5.89）对普拉达品牌有更为负面的品牌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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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实验一恶意妒忌和品牌态度方差分析结果
 

最后，采用Hayes（2017）的PROCESS方法对恶意妒忌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由于本实验采

用三组的组间实验设计，参考Hayes（2017）先对自变量组别进行了多分类变量编码，然后采用

模型4（Bootstrap sample=5 000）对恶意妒忌情绪的中介作用进行分析。恶意妒忌在口碑发布者

先赋地位对品牌态度的作用中呈现显著的直接效应（β=−0.990，SE=0.286，95% CI：
[−1.558,−0.423]）和间接效应（β=0.301，SE=0.160，95% CI：[0.023,0.647]）。当消费者认为口碑发

布者拥有先赋地位时，恶意妒忌在口碑发布者先赋地位对品牌态度的负面效应中发挥部分中

介效应。

总结而言，实验一结果表明，看到社交媒体中的奢侈品牌口碑时，与控制组和后赋地位口

碑发布者相比，口碑接收者对先赋地位口碑发布者产生更高的恶意妒忌情绪，进而对提及的品

牌产生更为负面的品牌态度。恶意妒忌情绪在先赋地位的负面效应中存在显著的中介作用。实

验一结果支持了假设H1和假设H2。

四、  实验二：感知社会流动性的调节作用

（一）实验设计

实验二从口碑接收者心理因素出发，检验接收者感知社会流动性对先赋地位负面效应的

调节作用。实验二采用2（口碑发布者先赋地位vs.后赋地位）×2（高vs.低感知社会流动性）设计。

通过问卷星平台随机招募了280名被试参与实验，被试的招募方法与实验一相同。被试被随机

分配到四个组别之一。在实验二的被试中，男性占比为51.4%；47.5%的被试年龄在20至29岁之

间，33.9%的被试年龄在30至39岁之间，11.8%的被试年龄在40至49岁之间。此外，被试的收入

和职业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适用性，其中，46.8%的被试为企业雇员，18.6%的被试为学生，

17.5%的被试为政府、事业单位雇员；37.5%的被试年收入在5万元以下，28.6%的被试年收入在

6万元至10万元之间，26.8%的被试年收入在11万元至20万元之间。

首先，感知社会流动性的操纵参考了Sagioglou等（2019）的研究，让被试先阅读一段关于

社会阶层调查的新闻报道。对于感知社会流动性高组别的被试，新闻报道如下：“社会阶层之间

流动的机会越来越多……工作和生活中充满了发展机会，很有可能通过自身努力成为上层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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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有很多真实的案例，说明一个人可以靠着自己的智慧和勤奋改变命运。只要肯努力，贫

民很有可能成为富翁”。对于感知社会流动性低组别的被试，新闻报道如下：“社会阶层之间流

动的机会越来越少……处于社会的中下阶层，想成为上层阶层的社会精英非常困难……贫民

改变命运、成为富翁在真实生活中并不存在”。阅读新闻报道后，参考Yoon和Kim（2018）的研

究，采用两道题项进行操纵检验：“0=未来的社会经济地位取决于我所处的环境, 10=未来的社

会经济地位取决于我自己的努力”；“0=未来的社会经济地位主要依赖于我出生时被赋予的东

西, 10=未来的社会经济地位主要依赖于我今天的作为”（Cronbach’s a=0.847）。
其次，口碑发布者先赋和后赋地位的操纵与实验一类似，让被试想象自己正浏览微信朋友

圈并看到一位同事分享新买的劳力士情侣腕表。在实验材料中，被试浏览了同事分享的劳力士

腕表图片并配以如下的口碑内容：“新买了一对劳力士腕表，很喜欢劳力士的质感”。口碑发布

者先赋和后赋地位的操纵与实验一相同。在被试阅读实验情境后，实验测量了被试对情境中同

事的先赋地位感知（Cronbach’s a=0.937）、恶意妒忌（Cronbach’s a=0.877）以及对劳力士的品

牌态度（Cronbach’s a=0.859）。和实验一相同，先赋地位和恶意妒忌参考此前的研究采用李克

特七点量表测量，品牌态度参考Lee等（2018）的研究采用九点量表测量。此外，实验二参考

Gibbons和Buunk（1999）的研究，通过三个题项测量了被试在使用社交媒体时的社会比较倾向

（1=“非常不同意”，7=“非常同意”），如“我时常把自己和别人的生活进行比较”和“如果我想知

道自己表现如何，我会和别人进行比较”（Cronbach’s a=0.886）。最后，本文通过验证性因子分

析检验了量表的信度和效度。如表2所示，测量模型拟合程度较高，量表具有较好的信效度。
 

表 2    实验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构念 测项 标准化因子载荷 Cronbach’s a 组合信度 AVE 恶意妒忌 品牌态度 社会比较倾向

恶意
妒忌

MAL1 0.838

0.877 0.911 0.721 0.8491
MAL2 0.972
MAL3 0.798
MAL4 0.774

品牌
态度

ATT1 0.700
0.859 0.867 0.687 −0.2642 0.8291ATT2 0.883

ATT3 0.890

社会比
较倾向

SCO1 0.798
0.886 0.889 0.728 0.1522 0.2282 0.8531SCO2 0.930

SCO3 0.826
模型拟合
度指标 CMIN/DF=1.084, CFI=0.998, NFI=0.981, RMSEA=0.017

　　注：1.加粗的数字为该构念的AVE平方根；2.恶意妒忌和品牌态度的相关系数。
 
 

（二）研究结果

首先，在操纵检验上，相较于后赋地位组，先赋地位组的被试更倾向于认为口碑发布者的

优势并非来自个人努力[M先赋地位=2.32，M后赋地位=5.95，F(1,278)=837.361， p<0.001，η2=0.751]。高感

知社会流动性组对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可能有更高的感知[M高流动组=8.70，M低流动组=7.61，
F(1,278)=13.998，p<0.001，η2=0.048]。接下来对恶意妒忌和品牌态度进行了双因素方差分析。

此外，被试在社会比较倾向上未表现出显著差异[F(3,276)=2.065，p=0.105，η2=0.022]，排除了不

同组别被试社会比较倾向的潜在影响。

其次，在恶意妒忌上，不同被试表现出显著不同水平的恶意妒忌情绪[F(3,276)=21.703，
p<0.001，η2=0.191]，先赋地位的主效应显著[F(1,276)=57.476，p<0.001，η2=0.172]，先赋地位和

感知社会流动性的交互效应显著[F(1,276)=5.587，p=0.019，η2=0.020]。如图3所示，相对于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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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流动性高的情形（M先赋地位=3.75，M后赋地位=2.97，p<0.001），在感知社会流动性低的情形下，被

试对拥有先赋地位的口碑发布者有显著更高的恶意妒忌（M先赋地位=4.22，M后赋地位=2.74，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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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实验二恶意妒忌和品牌态度方差分析结果
 

再者，在品牌态度上，四组被试对劳力士的品牌态度存在显著差异[F(3,276)=11.670，p<0.001，
η2=0.113]。其中，先赋地位存在显著的主效应[F(1,276)=23.112，p<0.001，η2=0.077]，先赋地位和

感知社会流动性有显著的交互效应[F(1,276)=7.331，p=0.007，η2=0.026]，但是感知社会流动性

的主效应不显著[F(1,276)=3.132，p=0.078，η2=0.011]。具体而言，在高感知社会流动性情形下，

无论口碑发布者拥有的是先赋地位还是后赋地位，被试对劳力士的品牌态度没有显著差异（M后赋地位=
6.75，M先赋地位=6.38，p=0.142）。但是，在低感知社会流动性情形下，当口碑发布者拥有的是先赋

地位时，被试对品牌有显著更为负面的态度（M后赋地位=6.92，M先赋地位=5.58，p<0.001）。在后赋地位

情形下，尽管低感知社会流动性组的品牌态度得分均值高于高感知社会流动性组，但两者之间

没有显著差异（M低流动组=6.92，M高流动组=6.75，p=0.508）。上述结果如图3所示。假设H3得到支持。

最后，采用PROCESS方法模型7（Bootstrap sample=10 000）检验被调节的中介效应。结果

表明感知社会流动性对恶意妒忌的中介效应有显著的调节作用（β=−0.135，SE=0.089，95% CI：
[−0.348,−0.008]）。相对于高感知社会流动性情形（β=0.149，SE=0.068，95% CI：[0.035,0.302]），
恶意妒忌的中介效应在低感知社会流动性情形下更显著（β=0.285，SE=0.128，95% CI：[0.065,0.571]）。

上述结果表明，当口碑接收者主观上感知到较低的社会流动性时，口碑发布者先赋地位对

品牌态度的负面影响更为显著，感知社会流动性调节恶意妒忌的中介效应。具体而言，在较低

的社会流动性感知下，口碑接收者更容易对口碑发布者产生恶意妒忌，进而更容易“恨屋及

乌”，对品牌产生更低的评价。假设H3得到支持。在实验一和实验二的基础上，实验三进一步从

口碑内容的视角出发，探究了哪些类型的正面口碑更容易引发先赋地位的负面效应。

五、  实验三：品牌显著性的调节作用

（一）实验设计

实验三采用2（口碑发布者先赋地位vs.后赋地位）× 2（高vs.低品牌显著性）设计，以检验奢

侈品牌显著性的调节效应。实验三在中国某大学招募了230名学生参与。实验三之所以选择学

生作为样本，是因为前两项实验中的被试较多为年龄较长的在职人士，学生所占比例较少。为

提高研究结论的适用性，实验三采用在校学生作为被试。被试被随机分配到四个组别之一。被

试中男性占比为38.7%；被试平均年龄为20.56岁，其中最小的18岁，最大的2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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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三的具体流程如下。首先让被试想象自己正浏览微博并看到一位同学分享的购买古

驰（Gucci）钱包的消费经历。实验材料中所呈现的微博内容包含古驰钱包的产品图片以及该同

学关于品牌的正面口碑：“终于拥有了Gucci的钱包，漂亮的设计，购物体验一流”。第一，先赋和

后赋地位的操纵如下：在后赋地位情形下，情境描述这位口碑发布者成绩优异，获得了难得的

实习机会，因为实习期出色的工作表现获得丰厚奖金，并用奖金购买了古驰钱包。在先赋地位

情形下，情境描述该同学因家庭关系获得难得的实习机会，用父母给的零花钱购买了古驰钱

包。第二，品牌显著性的操纵参考了Han等学者（2010）的研究。相比低品牌显著性情形，高品牌

显著性情形下产品图片有较大字体显示古驰的品牌标识“Gucci”。
在被试阅读实验情境后，测量了被试对情境中口碑发布者的先赋地位感知、品牌显著性感

知、恶意妒忌（Cronbach’s a=0.868），以及对古驰的品牌态度（Cronbach’s a=0.806）。先赋地位

感知、恶意妒忌和品牌态度的测量题项参考实验一和实验二。品牌显著性感知的测量参考了

Han等（2010）的研究，通过以下两个题项进行测量：“钱包的古驰品牌标识很明显”和“这个钱包

很容易认出来是古驰的产品”（Cronbach’s a=0.907）。最后，我们对实验三采取的测量题项进行

了验证性因子分析（如表3所示），结果表明测量题项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
 

表 3    实验三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构念 测项 标准化因子载荷 Cronbach’s a 组合信度 AVE 恶意妒忌 品牌态度

恶意妒忌

MAL1 0.898

0.868 0.878 0.644 0.8021
MAL2 0.865
MAL3 0.707
MAL4 0.723

品牌态度
ATT1 0.729

0.806 0.808 0.583 −0.4992 0.7641ATT2 0.796
ATT3 0.765

模型拟合度指标 CMIN/DF=1.196, CFI=0.997, NFI=0.983, RMSEA=0.029
　　注：1.加粗的数字为该构念的AVE平方根；2.恶意妒忌和品牌态度的相关系数。
 
 

（二）研究结果

在先赋地位的操纵检验上，相较于后赋地位组的被试，先赋地位组的被试更少认为口碑发

布者的经济资源来自个人努力[M后赋地位=6.20，M先赋地位=2.67，F(1,229)=424.390，p<0.001，
η2=0.651]。在品牌显著性的操纵检验上，高显著性组的被试认为品牌标识更为明显[M高显著=
6.17，M低显著=4.21，F(1,229)=142.373，p<0.001，η2=0.384]。

我们进而对恶意妒忌和品牌态度进行了双因素方差分析。第一，在恶意妒忌上，先赋地位

的主效应显著 [F (1 ,226 )=100 .037，p<0 .001，η 2=0 .307 ]，品牌显著性的主效应显著

[F ( 1 , 226 )=16 . 136，p<0 . 001，η 2=0 . 067 ]，先赋地位和品牌显著性的交互效应显著

[F(1,226)=15.139，p<0.001，η2=0.063]。具体而言，相较于低品牌显著性情形（M低显著+先赋地位=3.37，
M低显著+后赋地位=2.56，p<0.001），高品牌显著性情形下先赋地位引发更高水平的恶意妒忌（M高显著+先赋地位=
4.41，M高显著+后赋地位=2.57，p<0.001）。第二，在品牌态度上，我们以品牌熟悉度为协变量，对品牌态

度进行了双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不同组别的被试在品牌态度上存在显著差异

[F(4,225)=20.660，p<0.001，η2=0.269]，先赋地位主效应显著[F(1,225)=23.605,p<0.001，
η2=0.095]，品牌显著性主效应显著[F(1,225)=5.607，p=0.019，η2=0.024]，先赋地位和品牌显著性

交互效应显著[F(1,226)=12.461，p=0.001，η2=0.052]。相比低品牌显著性情形（M低显著+先赋地位=5.05，
M低显著+后赋地位=5.20，p=0.286），高品牌显著性情形下先赋地位对品牌态度的负面影响更加显著

（M高显著+先赋地位=4.40，M高显著+后赋地位=5.40，p<0.001）。上述结果如图4所示。H4得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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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实验三恶意妒忌和品牌态度方差分析结果
 

最后，对恶意妒忌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并采用了PROCESS方法模型7（Bootstrap sample=
10 000）。品牌显著性对恶意妒忌的中介作用有显著的调节效应（β=0.265，SE=0.096，95% CI：
[0.100, 0.477]）。相较于低品牌显著性情形（β=0.208，SE=0.057，95% CI：[0.104,0.327]），在高品

牌显著性情形下，恶意妒忌情绪有更强的中介作用（β=0.473，SE=0.111， 95% CI：[0.268,
0.705]）。

综上所述，实验三结果表明口碑中品牌显著性对先赋地位的负面效应有调节作用，这一调

节效应受到恶意妒忌的中介。具体而言，当口碑内容有较高的品牌显著性时，品牌的社会地位

彰显性更为凸显，引发消费者对先赋地位口碑发布者更为强烈的恶意妒忌，从而降低其对品牌

的态度。假设H4得到支持。

六、  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社会比较和妒忌情绪理论，探讨了社交媒体口碑发布者的先赋地位对消费者

品牌态度的影响。三项实验结果表明：第一，当奢侈品牌的口碑发布者具有先赋地位时（例如

“富二代”），消费者更可能认为通过个人努力无法获得口碑发布者的优势，进而对口碑发布者

产生恶意妒忌情绪。第二，恶意妒忌情绪会使消费者“恨屋及乌”波及品牌，促使他们对品牌产

生更为负面的评价。第三，消费者对社会流动性有较低的感知水平时，更容易认为难以通过个

人努力改变现状，使得口碑发布者先赋地位的负面效应更为凸显。第四，当口碑内容本身具有

较高的品牌显著性时（例如，图片中品牌logo凸显），消费者具有更强的动机合理化自己和口碑

发布者的差距，进而更可能有意贬低发布者及其使用的品牌。

（二）理论贡献

第一，以往网络口碑研究较多关注口碑内容，而本研究关注口碑发布者特征，揭示了先赋

地位下正面口碑的负面效应，改变了口碑效价法则的强化视角。在网络口碑营销领域，前期关

于社交媒体情境下口碑的研究大多关注口碑内容特征，研究结论大多强调正面口碑效价对奢

侈品牌的积极影响（Godey等, 2016; Park等, 2021），并指出社交媒体中用户的强社会关系会进

一步强化正面口碑的作用（Kim和Lee, 2017; Lin和Xu, 2017）。然而本研究提出，在特定情境下，

口碑正面效价反而对品牌态度产生消极影响。三项实验研究发现，消费者把奢侈品正面口碑看

作象征口碑发布者社会地位的线索，从而诱发上行社会比较，先赋地位口碑发布者的正面口碑

由此降低了消费者的品牌态度。这意味着在社交媒体的社会比较路径中，消费者对口碑发布者

的社会感知可能会逆转口碑对品牌态度的影响方向。本研究把社会属性视角（口碑发布者先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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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嵌入口碑效价与品牌态度的关系中，揭示了口碑对品牌态度的负面影响，丰富和扩展了

社交媒体口碑营销效果的影响因素。

第二，以往研究较多采用信息传播视角，本研究采用社会比较理论，从人际互动视角探究

口碑影响消费者态度的心理机制。此前网络口碑研究较多局限于效价、数量、诉求方式等口碑

内容层面（Berger, 2014; Wilson等, 2017；黄敏学等，2017），较少从社会比较视角出发。本研究

提出在社交媒体中口碑发布者的社会身份更为凸显，揭示了先赋地位口碑发布者的正面口碑

所诱发的负面情绪影响。三项实验的研究结果表明，口碑发布者的先赋地位会触发口碑接收者

的社会比较，引发对口碑发布者的恶意妒忌情绪。而且，消费者会把对特定社会身份个体的恶

意妒忌情绪投射到品牌上，引发对奢侈品牌的负面态度。相比此前探讨社交媒体口碑作用机制

的研究，本研究从社会互动的角度探究口碑影响消费者品牌态度的心理路径，为洞察口碑有效

性的内在机理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角。

第三，此前奢侈品牌研究较多关注品牌自身社交媒体的营销沟通，本研究聚焦于社会互动

对品牌形象的动态塑造，强调了口碑发布者社会属性对口碑营销效果的重要意义。此前奢侈品

牌营销研究大部分着眼于社交媒体中的公司生成内容（firm-generated-content，FGC）（Kim和

Lee, 2019；Bazi等, 2020; Choi等, 2020），而较少关注奢侈品牌使用者所分享的用户生成内容

（user-generated-content，UGC）。即使少数关注奢侈品牌用户生成内容的研究，也更多是从代言

人的个体视角揭示口碑的影响（Lee等, 2018; Leban等, 2020）,尚没有从品牌使用者社会阶层的

群体视角进行的探究。本研究指出口碑发布者的先赋地位或后赋地位，会影响奢侈品牌口碑的

有效性。而且，研究进一步发现，口碑发布者先赋地位对品牌态度的影响受到社会阶层差距显

著性和差距易改变性的影响。因此，本研究凸显了奢侈品牌口碑发布者社会属性的重要性，同

时揭示出奢侈品牌的显著性在满足消费者炫耀需求的同时，也可能会激发恶意妒忌情绪，影响

消费者对奢侈品牌的态度，这丰富了奢侈品营销理论。

（三）管理启示

首先，企业应该认识到社交媒体社会属性的复杂性，改变对口碑效价法则的片面观念。由

于抖音、小红书等多种社交媒体成为年轻消费群体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社交化电子商务

（social commerce）正在快速兴起，成为未来网络零售的新方向。鉴于社交网络的动态性和复杂

性，管理者很难将现有非社交平台的口碑营销经验生搬硬套到社交媒体营销实践中。本研究发

现效价法则难以直接运用到社交媒体营销中，甚至有时正面口碑反而产生负面效应。对于奢侈

品企业管理者而言，面对电子商务社交化的趋势，必须全面认识社交媒体中社会属性的复杂性

和口碑影响路径的多元性，改变好口碑就一定会带来好印象的片面观念。这意味着在社交化的

网络零售中，奢侈品牌管理者需识别使用群体的地位状况，当先赋地位使用者群体较大时，考

虑通过营销活动，引导使用者“恰当地说好话”，有意弱化口碑的社会比较和妒忌效应。在实践

中，管理者可采用定制化的社交媒体营销活动，有意凸显品牌使用者的后赋地位，例如#分享你

的奋斗故事#，从而弱化口碑接收者的社会比较和妒忌情绪。

其次，在奢侈品牌口碑传播中，企业应该制定合理的品牌凸显策略。在目前的社交媒体营

销中，企业常鼓励品牌使用者在口碑分享中凸显品牌标识，例如分享包含品牌logo的图片，旨

在更有效地借助口碑提升品牌知名度。虽然这种做法在京东、淘宝等综合性网络零售平台上较

为常见，但应用于社交化电子商务则可能难以奏效，甚至可能伤害品牌。本研究发现，有时品牌

使用者凸显品牌标识，消费者可能认为使用者在有意炫耀，进而对品牌使用者和品牌本身产生

负面看法。在此情形下，企业如鼓励使用者在口碑中凸显品牌标识，消费者反而认为使用群体

喜欢“炫富”，反而将“富二代”等负面标签贴在该群体和品牌上。对于奢侈品牌而言，这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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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者在制定社交媒体战略时，需充分考虑使用群体的社会地位属性，以及潜在消费者如何感

知凸显品牌标识的口碑。对于使用群体先赋地位凸显的品牌，管理者需制定合理的品牌凸显策

略，恰当引导口碑内容中品牌的凸显行为，弱化和避免使用者正面口碑的潜在负面效应，如在

鼓励消费者进行口碑传播的图片中，降低品牌标识的显著性。

最后，奢侈品企业应在社交媒体营销中强化社会流动性感知。随着中国社会阶层的逐渐分

化（黄庆丰等，2017），消费者的价值观更加多元化和复杂化，企业管理者在中国情境下的社交

媒体营销面临着新的挑战。经济的发展和转型伴随着大规模、多元化的阶层分化，一些消费者

主观上感受到社会阶层流动性降低和“阶层分化”（陈云松等，2019）。本研究发现，消费者主观

上的低社会流动性感知，可能使得社交媒体口碑的社会比较激活效应更为凸显，更有可能引发

正面口碑的负面效应。结合上述情形和中国文化中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价值观，企业的社会

化营销更加需要重视营销活动的社会效应，传递积极的价值取向。在奢侈品社交媒体营销中，

企业可通过在营销传播中强化“正能量”，来提升消费者对通过个人努力改变现状的正面预期。

比如，企业可考虑通过公司生成内容分享与社会流动性相关的正面信息，或品牌使用者通过自

身努力改变社会地位的故事。通过具有积极价值取向的营销传播，企业可提升消费者对社会流

动性的主观感知，鼓励潜在消费者通过个人努力改善现状和成为品牌使用者。

（四）局限与未来研究展望

第一，本研究采取真实奢侈品牌作为实验刺激物，虽然真实奢侈品牌能更有效地体现口碑

的社会属性，但消费者对品牌的既有印象可能影响其对品牌的态度，后续研究可考虑在实验中

对品牌喜好度等变量加以控制。第二，本研究采用实验室研究探究口碑发布者先赋地位的负面

效应及心理机制，研究结论的外部效度有一定局限。特别是考虑到社交媒体二手数据的丰富

性，未来的研究可考虑开展二手数据研究以进一步提升研究结论的适用性，可考虑采用内容分

析、自然语言处理和情感分析等多种大数据分析方法，探究口碑发布者先赋地位对消费者奢侈

品牌态度的影响。第三，本研究主要关注口碑发布者社会地位特征的影响，尚未深入讨论口碑

发布者与接收者两者之间社会关系的潜在作用。在营销实践中，口碑发布者与接收者的关系强

弱以及关系类型，都可能影响接收者如何与发布者进行社会比较。因此，未来的研究可考虑探

讨发布者与接收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如何调节发布者先赋地位的效应。最后，本研究尚未充分考

虑口碑接收者的文化价值观如何影响口碑发布者先赋地位的负面效应。未来的研究可考虑探

索消费者的公平取向、系统公正信念等价值观因素的调节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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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Social  media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method  for  the  word-of-mouth  (WOM)
marketing of luxury brands. Considering the social symbolism of luxury brands and the interactivity of
social media, the social characteristics of WOM play a prominent role in the WOM marketing of luxury
brands. Prior research mainly focuses on the impact of luxury brands’ WOM, suggesting that social ties
between senders and receivers strengthen the effectiveness of WOM. However, the complexity of 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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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and  the  backfire  of  positive  reviews  have  been  neglec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omparison, this study reveals that the social characteristics of senders (i.e., ascribed status) can affect
WOM effectiveness, rendering a negative effect of positive reviews on luxury brands.

The research has three experiments, all of which are conducted using scenario-based experiments.
In Study 1, we investigate how senders’ ascribed status affects receivers’ brand attitudes a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malicious envy. In Study 2, we examine the moderating role of perceived social
mobility, and test the impact of ascribed status on brand attitudes in different levels of perceived social
mobility. In Study 3, we examine the moderating role of brand prominence, and analyze the effect of
ascribed status in different conditions of brand prominence. ANOVA,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and
mediation analysis are used to verify the research hypotheses.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When senders are with ascribed status, consumers have low perceived
control in reducing the status gap, leading to malicious envy and less favorable attitudes toward the
mentioned brand. Moreover, when receivers have lower perceived social mobility, or when the content
is with higher brand prominence, the negative effect of senders’ ascribed status are stronger. In
marketing practice, this study provides marketing managers with more in-depth insights on how low
perceived social mobility changes consumers’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and also provides management
suggestions for the social media marketing of luxury brands.

The main contributions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 First, it focuses on the social characteristics of
senders, reveals the negative effect of positive reviews on luxury brands, and extends the understanding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social media reviews. Seco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interaction, it
investigates the mental mechanism of how WOM affects consumers’ brand attitudes through the social
comparison theory, demonstrating how social media WOM affects receivers’ brand attitud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licious envy. The findings extend the understanding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social
media reviews. Third, focusing on the impact of social interaction on brand image, it highlights the
significance and managerial implications of the soc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enders of luxury brands’
WOM.

Key words: social  media  WOM; ascribed  status; malicious  envy; luxury  brands; brand
prominence; perceived social mo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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